辛亥前南社三杰的革命文学及其特色
陆仰渊
一、南社三杰是革命文学团体的中坚
20世纪初十年，中国正处于激烈动荡的时期，东西方列强虎视眈眈想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封建统治中心的清政府在风雷激荡中行将倾覆，而革命的怒涛汹涌澎湃，把一个封建的旧中国推向新世界。中国革命的力量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为核心，高举着复兴中华的大旗，响亮地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纲领，深入人心。南社就在这样的形势下诞生了。
南社成立之初对外宣称为“在研究文学的旗帜下聚拢到一起的文学团体”，而实际上却是在“宣扬民族气节、鼓吹反清革命”。柳亚子、陈去病、高天梅三人是南社的发起人，也是南社活动的中坚力量，又都是中国同盟会成员，可称之为“南社三杰”。他们在辛亥革命前十年，高举文学革命的大旗，把诗歌等文学作品作为武器，以办各种报刊为阵地，在广大群众中传播革命思想，有力地推动了革命的前进。早在1908年，南社社员化名“民鸣”在《天义》报上刊登了翻译成中文的《共产党宣言》。所以，南社的性质不是一般的文学团体，而是具有浓烈革命性质的革命文学团体。
在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存在三股政治力量：汉族士大夫和上层知识分子希望中国恢复汉人治国。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希望解除封建束缚，发展民族经济。他们主张用和平的手段在不推翻清朝统治的基础上，通过“变法”和“立宪”限制君权，这是不彻底的“改良”，不能成为时代变革的主流。唯有以孙中山的中国同盟会是最坚定的革命力量，要革除数千年压在中国人头上的封建统治，建立共和政权。柳亚子、陈去病、高天梅三人生长在中国东西方文化和思想交汇中心的上海附近，很快就接受了革命思想，参加了同盟会。他们从组织南社起，就以倡导革命文学以唤醒沉睡中的中国民众起来闹革命为宗旨。但是，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指出：当旧的生产关系不能继续下去，新的生产关系又不能得到发展时，革命就要暴发了。革命是先由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革命思想，又必须把革命思想传播到广大民众中去，使它成为广大群众的革命行动，才会使革命得到成功。如何传播革命思想使之变成行动？南社三杰选择了以革命文学作为武器，以创办革命报刊为阵地，这就是南社三杰辛亥前从事革命活动的一大特色。
二、南社三杰以创办报刊为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
柳亚子16岁时就离开吴江去上海求学，在上海见到革命报刊所讲的革命道理使他深深折服，深感许多中国人深受封建思想毒害而处于麻痹状态，尚不知道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的亡国边缘，更不懂得用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行动去推翻封建统治，建立一个光明幸福平等自由的新中国。他觉得必要用革命的道理唤起民众从沉睡中醒来，推翻旧世界，建立新社会。他于1905年在家乡吴江创办了《自治报》，鼓吹地方自治。不久，他又改刊名为《复报》。意思是借清初建立的反清组织“复社”之名，行光复中华之实。他在《复报》发刊词上说：以“办报作为救国的手段”，表明“要誓死光复中华的决心”，救民众于水火之中，“要把一个顽固臭腐的旧吴江彻底的改造，换成一个革命的新吴江”。办报的“着眼处却在最大多数的农人、工人、商店学徒”中间，“要使人人能了解国民革命的口号”，“使人人能了解国民革命的方法”（见《磨剑室文录》第887页）。“倘能够好好办下去，也可以在二十世纪中华报界舞台上独树一帜”。他说的“独树一帜”，不是艺术上的独树一帜，而是要在宣传革命道理和革命思想上独树一帜。
陈去病，吴江同里人，1903年30岁时赴日本留学，结识到革命党人，参加了同盟会。担任过同盟会江苏分部会长。他在日本时写了一首《警醒歌》：“警警警，白祸燃眉鹿走铤；醒醒醒，庞然世狮勿高忱；奋奋奋，伟大国民莫长病；兴兴兴，舍身救国为牺牲！”诗中表达了他誓死要唤起沉睡中的中国民众起来闹革命。他在日本广泛收集到了国内被清政府查禁的书刊，有《扬州十日记》和《嘉定屠城记》等。他读后深感 中国人200多年来受尽了压迫与耻辱，中国的衰亡都是腐败的清朝封建统治者造成的。于是他把这些书刊汇集在一起，编成了《陆沉丛书》，带回国内传播，以唤起民众起来闹革命。南社成员宁调元读了《陆沉丛书》后，于1906年写了一篇《仇满横议》文章，历数清朝之罪恶：“窃我神器，握我主权；占据我土地，侵夺我财产；奴隶我子女，宰割我人民；变更我服制，败坏我纲常；监督我语言，束缚我思想；吸吮我膏血，掩蔽我耳目；剃我之发，坏我之俗；食我之肉，寝我之皮，如万弩齐发，困我于马陵道上，竞策手待毙而莫能起！”可见《陆沉丛书》影响之深远。
1904年，陈去病回国在上海担任《警钟日报》编辑，又办起了《二十世纪大舞台丛报》，以后还从事戏剧改革工作，把报刊作为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他在《二十世纪丛报招股合并简章》中说：“时局胥沦，民智未迪，而下等社会独如狮睡之难醒”。因此要通过创办报刊为阵地，发表革命文章以唤醒沉睡的中国人民起来闹革命。
高天梅在1908年发表了《贺其友结婚》一文中，对创办革命报刊的宗旨作了阐明。他说：“海上报界多死声，种亡族亡此先洮；天民帝民民以大，蚁民子民民以小；君大于民国权沦，民卑于官国础沉；若欲民生民权两发达，先将民智民德扶植勤！”（《天梅遗集》卷四）这里他对封建统治者视下层百姓如蝼蚁的思想作了批判，指出君大于民则国家的权力就沦丧了；官大于民则国家的基础也沉沦了；事实上民众的事就是关乎“民权”、“民生”的两件国家大事，不要把刊物办成“死声”，而要办成开启民智，使民众懂得掌握民生、民权的革命道理。
在南社三杰的影响下，吴江一地就办有《新同里》、《新震泽》、《新盛泽、》《新周庄》等一批报刊。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了许多宣传新思想、新理念、新风俗的诗文，传播了革命思想，成为这一时代的最强音。
三、南社三杰革命诗文的民族主义特色
南社三杰在辛亥革命前夕撰写的诗文，紧紧以中国同盟会的政治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主旨，归结起来为“反满清”、“建共和”的民族主义为其鲜明的特色。
柳亚子于1904年写的《波兰兴亡史》序文中说：“神州陆沉，胡虏横行二百年矣，漫漫长夜，中原之王气全消；粥粥群雄，大王之雄风安在？我可怜同胞，乃并种族华裔直接而沦胥于黑龙江祸水之中，遑问‘驱除’、‘光复’之事业哉！”他在《复报》第三期上刊登的《满江红》“题风洞山传奇”一词中说：“家国泪，万般涌，儿女恨，千秋共，猛回头，换了衣冠，侬心痛！”当时他还没有加入中国同盟会，就已存有推翻清朝统治之意。1906年他参加同盟会后，在《复报》第五期上刊登了《贵胄学堂》一文，明确提出了倾覆满洲的大志。他说 ：“黄炎之孙子，而甘认贼作父，忍受异族之蹂躏我压制我也”，“哀莫哀于死，痛莫痛于亡国！身为亡国之民，隶不祥之奴藉，而不能挥自由之旗，砺光复之剑，击鼓鸣钟与异族决一死战，拿头颅以还祖国！”更明确要仗剑与清朝统治者决一死战，拿头颅来报效祖国的独立富强。
陈去病认为：中国自清朝统治以来从此就好比“陆沉”，“陆沉”就好比“亡国”，中国人受尽了“亡国”之苦。他大声疾呼，“革命乎，革命乎，其诸海内外英才杰士，有辍耕垅畔而慨然太息者乎，则予仗剑从之矣！”表明他要为光复中华仗剑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
高天梅在1911年发表的《路亡国亡之歌》中对当时掀起的保路运动大加赞赏。他说，保路就是维护民权，如果民众失去路权就等于失去了民权，中国就等于亡国。他在《文艺通报》上发表的《新年好梦》文章，描述了中华复兴后建立共和政权的美好情景，“一切悉平等，亦富亦无贫”，“人权本天赋，全在国不遵；天然有法律，嘘欤风俗醇”。他认为这样的社会就是共和社会。
为什么中国近代的革命要从反满开始？满族入主中国前后达260多年，以其200万满人统治有一亿多人口的汉人，是十分艰难的，因而其初期采取了屠杀、残酷镇压、易服剃发、不准汉人任重要职务等办法以强化统治，在汉人心中积怨太深，因而200多年来群体反抗不断，从白莲教、天地会到太平天国都是以反满统治为号召。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东西方殖民主义者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清政府已成了东西方殖民势力的走狗，中国人的反满情绪也日益高涨，不推翻满清统治，中华民族就不可能有伟大的复兴。反满是时代不可回避的事实。南社三杰是同盟会的忠实信徒，因而他们的诗文第一要旨必然是“反满”。但是他们的“反满”并不是单纯的反对满族，应当包括对内是反对满族的封建统治，对外是反对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归纳起来就是民族主义。细析南社的内部宗旨是“发扬民族气节，鼓吹民族精神”，其实质就是民族主义。
南社三杰的革命文学活动，得到了社会上的广泛好评。1936年有人在上海出版的《好文章》第三期上撰写了一篇《南社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赞赏南社人“有意识地要打破满清的黑暗统治，他们大胆地要干革命的事业。他们虽则是文人，然而知道笔不弱于剑，他们就用文章来推翻满清的黑暗统治”。表明了南社三杰的诗文是在宣扬民族气节和振奋民族精神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这就是南社三杰革命文学的最大特色和民族精神所在。
一个世纪过去了，在我们纪念南社革命先贤的时候，中国正经历着复兴中华的伟大事业，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南社先贤们的革命精神，去完成他们未完成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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